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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orientation approach to public opinion form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media, the elite and the public in Inter-
net contex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broken the power balance among 
the media, the public and the elite, and that is the main reason for current Internet communica-
tion predicament. Individuals on the Internet do not always reflect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elite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 ordinary people directly on the Internet, but they are not fully pre-
pared and able to maintain a positive orientation in the public agenda. The mass media trapped in 
the Internet is difficult in reporting independently and objectively. The key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is to rebuild the mass media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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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舆论形成的互向模式为框架，探讨媒体、精英、公众三方在互联网技术背景下的传播特征和相互

关系的变化。本文认为：互联网技术打破了在媒体、公众和精英之间长期形成的力量均势，是目前网络

传播困境的主要原因。抽象的公众在互联网上被还原为具体的个体，并不总是能反映公共利益。精英阶

层与普通民众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直接面对面，但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并能在民众议程中保持积极

的导向。媒体被网络牵引，而难以有独立客观的报道。改变现状的关键在于重建媒体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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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意见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上世纪 70 年代西方学者以社会心理学的认知协调理论为基

础曾提出一个关于舆论的互向模式[1]，认为对于社会各种问题的意见是由社会精英、一般公众以及媒体

这三种因素及其动态关系决定的。在这个模式中，社会精英和一般公众是分化的两种力量，媒体则是协

调两者关系的参考性因素。当精英阶层与公众对各种问题的感知有差异时，这种关系压力会导致公众从

媒体获取信息，也会导致精英试图通过干预媒体来操纵受众认知。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普通个体可以轻易面向公众发布自己的信息，大大增强了普通社会公众的传播

能力，同时也悄悄改变了精英和媒体这两个因素的特征以及公众、精英、媒体这三者的互动关系。 
近年，互联网在一些公共事件中的表现激起学界高度关注。从公众理性协商和群体非理性这两个矛

盾的角度，学界对互联网影响的判断也矛盾重重。乐观者认为，互联网上的意见表达汇聚成一个“公共

舆论场”，带来社会话语权的分化，可以影响公共决策，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2]。相反的观点则充满担

忧，认为当下的网络意见在非理性情绪的裹挟下，反权威和反精英成为主流，体现出强烈的民粹主义特

征[3]。 
实际上，网络传播的影响并非网络单独可以完成，它也是在公众与精英、媒体的互动中实现。要理

解如今网络传播的困扰，从公众、精英和媒体各自的传播状况及其互动关系着手或可更为明晰。本文将

描述互联网个人传播的状况，分析媒体、精英、公众这三者在互联网技术背景下的传播特征和相互关系

的变化，并探讨媒体在重建平衡关系中的重要性。 

2. 网络传播的现状 

网络传播形式多样，资料繁多，从公共影响的角度，我们选择《南方都市报》网眼版的报道情况为

例来考察网络传播的一般状况。南方都市报于 2006 年改版之际创办“网眼”，旨在及时反映网络动态。

秉承南方都市报重视舆论监督的新闻传统，该版报道选题侧重公共价值，并曾得到 2007 年《南方周末》

评出的“公众服务”年度致敬，近年国内重要网络事件大多曾得到其报道或参与，因此，以这个版面来

考察国内网络传播状况具有一定代表性。 
“网眼”通常每期一个版面，刊登 2~3 篇报道。本文对 2012 年 1~6 月“网眼”报道情况进行抽样。

以日期为单位，每隔 4 天抽取一个样本，共 45 个样本日期，然后再对被抽样日期的报纸版面情况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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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共 30 个日期有“网眼”版，刊登报道 70 条，牵涉到 70 个不同的议题。我们对这 70 个议题的内容

情况、初始消息来源及媒介的报道情况进行分析统计，并追踪了这些议题从互联网扩散到传统媒体的过

程，发现当前的网络传播具有如下特征。 

2.1. 在产生显著影响的公共议题中，网络已成为重要的初始消息来源，最初传播者主要是一般

网民。 

统计显示(详见表 1)，在全部议题中，只有 27%的初始消息来源是来自媒体报道，73%的初始消息来

自网络，而来自论坛和普通微博等由普通网民发布的初始消息则占总量的 41%。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

象。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虽然不能影响人们的意见，但可以有力地影响人们的认知，并因而具有强

大的社会控制能力[4]。传媒社会学则认为[5]，媒体总是维护社会主流价值观，塑造社会认同和扮演社会

稳定器的角色。当网络在媒体之外成为有影响力的消息来源，这意味着网络不仅在意见的层面产生影响，

也在认知的层面对社会产生影响，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被打开一个很大的缺口，其社会控制能力也相应

被削弱。而填补这个缺口的最主要是普通民众。 

2.2. 普通公众和社会精英之间存在较大的感知差距 

我们对 70 个样本议题的内容情况进行了分类(详见表 2)。所有议题可以被分为 4 个类型。一是“个

人经历见闻”，讲述发布者亲身遭遇或见闻的反常、不公平乃至冤屈之事，希望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来获

得解释或合适的处理，议题内容所指多与权力机构有关，占总量 43%。二是“公共质疑监督”，主要是

针对公共机构或公共人物的言行举措进行揭露或质疑，占总量 27%。三是“社会评论”，对一般社会现

象或动态进行评论分析，占总量 14%。四是“网络动态”，主要是反映网络自身的一些动态情况，占总

量 16%。从公共影响的角度，这个内容结构并不出人意外，但是，将议题内容和初始消息来源进行综合

分析时，则可以发现，19 个“公共质疑监督”类议题中，初始消息来源来自媒体有 8 个，来自政府或机

构网站(或官方微博)有 10 个。政府和机构网站(微博)的信息最初都是作为自我正面宣传或例行公事来发

布，而在媒体消息来源中，也有超过一半的初始报道是正面或中性。也就是说，这些被政府和机构当作

正面宣传的初始信息都是在网民解读中变得负面，并演变成公共议题。可见，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政府、

机构与普通网民在对事件的感知的方式和感知角度上存在很大差距。 

2.3. 媒介既是消息核实者，也是网络展示者 

我们对初始消息来源主要来自微博和论坛的 30 个“个人经历见闻”类议题的“网眼”报道情况进行

了分析。发现几乎所有的报道结构都是由网络内容展示和记者的核实情况两部分构成，而且，从报道篇

幅来说，“网络内容展示”一般占全文篇幅一半或以上。通常来说，“个人经历见闻”的消息源是普通

网民，在互联网上并没有可靠的机制来保证其提供信息的可靠性，因此，媒体的调查核实非常必要；而

媒体也向来以探求事实真相而自诩，这彰显了它在事实面前独立、客观的姿态。但是，我们看到，在互

联网环境下，网络对于媒体显然也不仅仅是消息源。传统的消息源对于媒体一般来说只是一个线索，记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initial source                                                                          
表 1. 初始消息来源统计                                                                                 

初始消息来源 论坛 普通微博 普通博客 媒体(含媒体官微) 政府、机构网站和微博 精英微博(名人 4 记者 3) 总量 

议题数量 16 12 1 19 15 7 70 

百分比 23 17 1 27 21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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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atistics of issues’ types                                                                             
表 2. 议题内容类型统计                                                                                 

议题类型 个人经历见闻 公共质疑监督 社会评论 网络动态 

议题数量 30 19 10 11 

百分比 43 27 14 16 

 
者的调查访谈构成报道主体；而这些报道中，网络内容与记者的网下采访核实平分秋色。也就是，媒体

也成为网络内容的展示平台，扩大了网络传播的影响力。 

3. 变化的传播环境 

在传统环境中，媒体一直是舆论研究的焦点，公众的分散和沉默赋予媒体很大的代理权力，媒体的

意见往往被直接等同于舆论。议程设置研究精细地论证了媒体塑造人们的认知，而沉默的螺旋假说则表

明，即使民众有不同意见，在大众媒介的强势代理下，真正的民意也会趋于沉默。 
那么，媒体所反映的意见究竟是代表民众，还是代表社会精英？不少理论家认为社会事实极其复杂，

民众鲜有能力恰当处理，因此所谓民众意见常常是被引导的结果，也就是媒体反映的主要是社会精英的

意见。例如，李普曼曾在《公众舆论》列举了生动的例子来展示媒体是怎样操纵公众的认知和态度[6]，
新闻学的消息来源研究也显示，新闻记者偏爱报道社会地位较高或身份较高的人[7]。另一方面，市场化

的媒体依赖公众的接受而生存，因此也必然要满足公众的意愿和需求。可以说，在传统环境中，媒体、

公众和精英三种力量之间达成了某种均势，并凝结于媒体。 
互联网技术增长普通民众的传播力量，其实也就是打破了在媒体、公众和精英之间长期形成的力量

均势，传播环境因之改变，公众、精英和媒体在传播结构中的功能、地位均不同于往昔。 

3.1. 从公众到个体 

公众是个复数概念，尽管是由个体构成，但从意见表达的角度，公众意见并不等于个体意见的加和。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曾小心区分“公意”和“众意”，认为只有那些抛弃一己私利、以公共利益为

依归的公正而理性的意见才堪称“公意”[8]。传统上使用“公众”这个词的时候，通常都是自动假设了

这样一个公正而理性的复合体，价值判断和合法性论述都是以此为前提。但是，在互联网上，前台行动

的实际上是个体。抽象的公众被还原为具体的个体，使公众意见遭遇一个新的问题：群体偏好。 
互联网上个人所传播的信息只有在得到他人的回应(关注、评论、转发等)，形成所谓网络热点时，才

能真正产生影响。先是个人议题进入网络，然后寻求社群，形成群体议程，而后才进入媒体议程和成为

社会议程[9]。在个体信息被群体关注和接纳的过程中，群体的偏好无疑发挥重要作用，符合偏好的更容

易扩散，反之亦然。 
从网眼版抽样的议题和近年的典型案例来看，网民群体体现出几个特征：一是凡是附有图像的议题

都能在很短时间(媒体报道之前)形成网络热点。图像可以是视频记录，也可以是文本的图片格式。这其中

的原因或许在于：对网络自身信息的不安全感，图像传播为信息的真实可靠提供了一层保障；影像环境

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网民习惯于影像化思维的影响。二是对权力的高度警惕和质疑。如网眼 6 月 20 日《五

保老人发请柬 邀书记来帮忙锄草》、6 月 12 日《副局长驾公车“报复”挡道车》，皆为普通的社会故

事，社会程序也很正常，但却被从权力的角度过度解读。三是群体偏见和标签化认知。刻板成见是人的

认知心理惯性，虽然事出有因，但它产生的偏见对人们认知社会实在是弊大于利。最典型的就是对社会

群体的偏见[10]。在网络上，因为对事件和人物缺少真实的具体的接触，群体偏见尤其具有传播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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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人物被贴上某个群体的标签，不符合预期的事实真相甚至也会不被接受。如 2009 年轰动一时的邓玉

娇案，《南方都市报》记者就因为报道的事实不符合网民预期而受到围攻[11]。甚至违背基本事实的标签

也能被广泛接受，如 2010 年的药家鑫案，药家鑫因为一辆私家车而被网民贴上“富二代”标签，而罔顾

其出身普通工薪家庭、家境清寒的基本事实。这使互联网传播极易产生误读和煽动起盲目的情绪。 
群体偏好并不总是能反映公共利益。一是群体意识形态偏差。根据 CNNIC 第 30 次的调查报告，截

止 2012 年 6 月，我国互联网使用人群的年龄段集中于 10~39 岁，占总量 81.1%，其中 10~29 岁占 55.6%；

文化程度集中于为初中和高中(中专、技校)，占总量 69.2%。也就是说，互联网上主要群体年轻但文化教

育程度有限，他们有激情，关心公共事务，但也易被盲目的情绪所控制；在社会阅历和知识能力上的不

足也影响他们对社会事实作出理性和公正的判断。二是个体叙事的影响。互联网虽然使普通个体获得更

大的传播权力，但是并不能使所有人成为具体事实的见闻者，互联网上的群体面对的仍然是虚拟的环境。

李普曼说：“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

激发出来的情感[12]。”人们总是用自己的经验来处理复杂的事实，如此就给个体操控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因为叙述者的事实筛选乃至修辞策略可能调动起人们完全不同的情感经验。 

3.2. 分化的精英 

按照民主的理想，社会精英应该代表民众的利益，并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体现民众的需求，公众则理

性地参与公共事务和提供建设性意见。如此，以美国社会为蓝本构造出来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模式就是

议程设置：媒体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公众议程影响政策议程；而在议程建构的阶段，精英议程影响媒体

议程，并进而达成与公众议程的认同。媒体是沟通公众和精英的管道。 
网络传播的发展改变了这种格局，社会精英走上前台，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发布自己的信息，也可以

直接与公众进行沟通，不再依赖媒体的中介。从积极的一面，这种转变使精英阶层可以摆脱媒体的牵制，

更好地控制自身信息的传播。但直接面对公众也带来承受公众即时情绪压力的弊病。美国政治学者约

翰·金登认为[13]，一个政策议程的形成应该有三个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问题源流取

决于官员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政策源流即政策备选方案和专家共同体，政治源流即国民情绪和不确定的

公共舆论。网络使精英阶层更了解民众问题，但也使民众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加大，而政策的制定需要一

个审慎思辨的过程[14]。也就是说，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中，金登所说三个政治决策源流中，问题源流和政

治源流被强化，政策源流则被严重削弱。这对在“多数人的暴政”阴影之下的脆弱的民主制度无疑是不

幸的。 
网络带来的另外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精英团体与精英个体的分化。就像公众被还原为个体，精

英团体在互联网时代也不再铁板一块，通过实名认证等方式精英阶层以个体的形式也参与到社会化传播

体系中。现实的权力关系映射到网络，这些精英个体在网上一般会受到更多关注，也更容易制造议题。

团体是一个理性决策的整体，团体内的互动不为外人所知，而个体的表达总是带有偶然性和情境性，并

随时向公众广播，这使互联网环境下的精英团体与个体的关系需要重新厘清。 
另外，从精英与公众的关系来说，互联网上的精英个体有极大的优势可以成长为舆论领袖，但就民

众与精英存在很大的感知差距的现状来说，除了极少数的个例(如云南伍皓)，精英反而极易成为被网民围

观的对象。 
总体上，互联网使精英阶层与普通公众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直接面对面，但目前的精英并没有做好

充分的准备来赢得民众的认同，并能在公众议程中保持积极的导向。而他们本来可以以其影响力来引导

普通民众的理性参与。 



失衡的三角 
 

 
28 

3.3. 尴尬的媒体 

网络传播的发展也极大地改变了新闻业自身。英国学者斯帕克斯认为网络给传统报纸带来两个新的

挑战：行业环境的挑战，没有地方性报纸，因此也就没有区域垄断；新闻源的挑战，大部分的新闻来源(如
政府、机构、企业)都可以直接与公众沟通，而不需要媒体。这种状况必然使报纸利用自身的优势，将新

闻内容和商务交易融为一体，记者的工作变成对各种信息的收集，包括新闻和促销信息。新闻报道和商

业广告之间曾经清晰的界线变得模糊，这给本来危机四伏的当代公共生活领域带来进一步的威胁[15]。 
从微观的角度，网络对新闻生产的具体操作也带来冲击。2010 年的一项对中国记者的调查显示[16]，

超过六成的记者曾经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线索或采访对象完成选题报道。对网络的依赖使新闻报道由

“记者主导、单次刊发转向公众参与、循环报道”[17]。新闻生产的标准因之改变，“网民关注”成为新

闻价值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新闻报道中展示性内容和评论性内容强化，实际上，也就是记者在新闻报

道中调查和核实事实的影响力被削弱[18]。 
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时效竞争。中国青年报深度报道记者叶铁桥曾记述了一个具体的案例[19]。

记者在 2008 年 11 月 23 日看到网贴，经过背景调查确认帖子题材的新闻价值后，11 月 27 日飞往事发地

亲自调查。当天，全国已有多家媒体通过简单的电话核实后于刊发了报道。28 日中央电视台通过专家访

谈对事件进行评说。29 日深夜，实地调查的记者才拿到最后确切的消息完成报道，但这时全国媒体关于

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已经铺天盖地。从行业竞争的角度，各家媒体的表现都无可非议。但是，从社会影响

的角度，对于一个头绪繁杂的社会事实，仅仅依靠网络提供的原始信息，未经深入调查，媒体的报道和

评论均已出场，确实容易落入操纵之手。 
媒体的尴尬在于，一方面是媒体的报道扩散了网络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媒体又被网络牵引，而

难以有独立客观的报道。 

4. 重建媒体影响力 

在上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互向模式中，媒体是维系社会共识和平衡舆论的关键因素。互联网时代，技

术的进步增强了公众传播能力，增加了社会透明度，但是由于个体传播所固有的弱点，媒体在这个新时

代所负有的责任并没有减弱，而是增强了。就当下的情况而言，媒体影响力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可堪期许。 

4.1. 以专业的力量还原事实真相 

所有真实发生的都是事实，但事实并不等于真相。李普曼曾经说：“真相的作用是揭露出隐藏的事

实，确立其相互关系，描绘出人们可以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现实画面[20]。”网民们在互联网上所发布的信

息，即使是当事人讲述亲身经历，也只是一些事实，不等于真相。还原真相需要时间、金钱，还有专业

的能力，并非任何普通个人可以担当，而媒体则有资源和能力来完成。目前，媒体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媒体有被网络舆论胁迫的倾向，在报道网络热点事件时，“更加

注重立场，而非事实”，以固定的刻板偏见来简化和框架事实[21]。这种做法虽然暂时赢得网络世界的认

可，但最终会伤害媒体的形象及其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4.2. 塑造互联网传播的群体共识 

网络传播的发展可以看作是张扬个体自由的过程。如果说早年的论坛还有版主的管理和论坛规则的

约束，如今的微博可谓是个体面向大众的门户。但是从小众私语转向大众广播，只有建立合适的规范，

网络才能真正成为积极的社会力量。规范的建立有赖于网络群体共识的形成，而这并非完全由网络自主

萌发，传统媒体的引导和浸染作用不可忽视。在互联网环境下，诸多研究都发现媒体对公众有明显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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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媒体长期关注的议题慢慢会成为公众关注的议题[22]。即使对于突发事件，笔者对 2008 年汶川地震

时期网络流言的研究发现，尽管网民们鲜少引用传统媒体的报道，但传统媒体倡导的“不造谣，不信谣，

不传谣”成为网络讨论的基调，因此，网络流言虽多，却并未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可见，传统媒体在

塑造网络群体共识上还是有很强的影响力。 

4.3. 传达权威、中立的信息 

我国媒体虽然因为承担宣传功能而受到不少诟病，但也因此而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媒

体的报道成为网民解读政府倾向和国家态度的风向标，尽管其中充满牵强附会的猜测。例如，在 2008 年

的“抵制家乐福”网络运动中，在政府没有明确表态之前，网民们一面传递信息，策划行动，一面则搜

集各种传统媒体的报道，希望能从中解读出政府支持或默许的态度。当后来政府明确表态反对网民的破

坏性的抵制行动后，这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动员也很快沉寂下去(陈红梅，2009b) [23]。由此可见，传统

媒体享有很高权威性，并因此而对互联网的传播状态产生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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